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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教传行中国始末
∗



雷雨田

巴哈伊教(Bahí)于１９世纪产生于伊朗,原属伊斯兰教的一个支派———巴布教派,后来逐渐发

展为一个独立的世界宗教,信徒遍及２２０余个国家和地区.由于该教主张“神的独一、宗教同源”和

“天下一家、人类统一、世界大同”,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传入中国后被称为“大同教”.１９２４年,著名大同

教传教士玛莎露特在广州拜会了国父孙中山先生,该教受到他的嘉许,为以后大同教在中国的传

播起了重要作用.３０年代,在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等人的倡导下,在上海成立了“大同在

教社”,专门翻译出版大同教的经典著作.由于该教在中国传播的时间短,信奉它的中国人很少,

１９４９年后大部分信徒流向海外,大同教在大陆可以说已经销声匿迹,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很少有学者

对其进行研究.本文主要根据一些外文和中文资料,将大同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作一梗概性的勾

勒,期望学者对其进一步加以研究.

一、早期来华的大同教信徒

最早记载的生活于中国的巴哈伊教信徒是哈吉米尔札穆罕默德Ｇ阿里,他是大同教尊崇的

圣祖———巴布教创始人巴孛的堂弟.他在上海生活的时间是１８６２~１８６８年,１８７０年他定居于香

港,经营中国瓷器生意.他的顾客中有伊朗的名流要人,如纳西里丁沙等.他在中国大陆和香港

的商业活动包括出口茶叶、瓷器和金器.他曾在中国做了三个金银相框,捐献给巴哈伊教的圣

地———以色列的海法,用来镶嵌大同教创始人巴哈欧拉的相片.从巴哈欧拉与他及其弟弟的一系列

通信中可以看出,他们曾经将茶叶盒、茶叶、中国瓷器、蜜饯、肉桂、花种、眼镜等寄往圣地,在海法的

巴哈伊国际档案馆里至今仍可看到部分物品.穆罕默德－阿里于１８９７年逝世于孟买.１８８１~１８８２

年,巴孛的妻侄曾经在香港住过一段时间.

１９０２年,阿卡米尔札米赫迪拉什提和阿卡米尔札阿布杜雅兹迪从俄属地土耳其

斯坦的伊什恰巴德来到上海,在此建立乌米迪公司的进出口分支机构.巴哈伊教的圣护守基阿芬

第在１９１９年６月７日的一封书简中提到,在来自于土耳其斯坦和高加索的一群朝圣者中,有一位名

叫米尔札米赫迪拉什提的人.米尔札米赫迪拉什提曾经报道说:“上海在苏醒.中国人开


∗ 原载赵春晨等主编:«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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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皈依,并把上苍之光传递给他们的同胞.”①拉什提后来在上海逝世.

１９１０年,有两位美国的巴哈伊查里斯M莱梅和豪伍德C斯图鲁文访问了上海,拜会了

阿卡米尔札阿布杜雅兹迪.他们可能是最早来到中国的西方巴哈伊.那个时期,在中国的巴

哈伊社团仍然主要由那两位最早来华经商的波斯巴哈伊组成.直到１９１４年波斯的侯赛因乌斯库

里与另外两位巴哈伊来到上海,才使巴哈伊信仰在中国建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侯赛因乌斯库里

后来也将家眷带到了上海,他的家成了上海巴哈伊的主要聚会处和外地巴哈伊的造访之地,这里充

满了温馨的气氛.１９３１年,乌斯库里夫妇与其女儿、女婿苏来曼尼夫妇一起住在上海江西路４５１

号.有数位中国人成了巴哈伊信徒,第一个上海地方灵体会可能在１９２８年就已经成立,其通讯地址

就是乌斯库里的家.② 同期,香港的巴哈伊团体的通讯地址则是中国银行行长崔佩(音译)的地址.

乌斯库里对巴哈伊教的发展贡献良多.他是中国巴哈伊与圣护守基阿芬第之间的主要联络

人,１９３５年他曾到台湾为自己的进出口生意采购茶叶.他是有记载的第一个曾经访问过台湾的巴

哈伊.作为一位知名的外国巴哈伊,他一直住在上海,直到１９５６年在此地逝世,安葬在上海江湾

公墓.

二、早期华人巴哈伊

早年的记录表明,第一位中国巴哈伊是陈海安.他在美国名叫哈罗德A陈.他曾在芝加哥

大学求学,１９１６年６月离开这里来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公法,１９１６年１２月从旧金山乘船返

回他的出生地上海.此前四五月份,他在芝加哥成为一名巴哈伊.他一皈依巴哈伊教,就以极大的

热情推动该教的传播.他曾在一封信中写到自己在芝加哥大学时,在３０００余名大学生中传播他新

发现的福音,在返国前的一封信中表示要努力在上海建立一个巴哈伊灵体会.同年,安东尼严

塞托(YuenSeto)与他的夫人一起在夏威夷成为巴哈伊,塞托是夏威夷岛上的第一位华人巴哈伊信

徒,也是第一位美籍华人巴哈伊.

１９１５年７月,世界著名的巴哈伊教旅行传教士玛莎露特从日本横滨到夏威夷途中,曾在中国

满洲里作短暂停留.她的护照表明,中国是她打算访问的国家之一.这是她首次进入中国沿海,但

她在此是否进行了传教活动,没有史料可考.但后来的三次中国之行,却对中国巴哈伊的历史产生

了重大影响.

１９１７年,１１位波斯巴哈伊在上海聚会.主要经过阿卡米尔札阿赫迈德与拉迪塔布里齐

的努力,一本巴哈伊教的小册子得以出版,这可能是第一本用中文出版的巴哈伊书籍,它包含了巴哈

伊教的十二大原则以及巴哈欧拉的继承人阿博杜巴哈关于欧战之精神意义的解释节选.此前有

位朝鲜人将其翻译成了中文.这本小册子亦曾以波斯文出版过,其中有阿博杜巴哈的相片.１９１８

年,阿卡米尔札阿赫迈德与拉迪塔布里齐在哈尔滨又以俄文出版了一本阐述巴哈伊信仰的

书籍.


①

②

JimmyEweHuatSeow,ThePureinHeart,Sydney,１９９１,p．２５．
参见«巴哈伊世界»第２卷,第１８２、１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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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９年,华人陈鼎模(音译)在美国接受了巴哈伊信仰,入教后极为热心,曾将许多有关巴哈伊

信仰的书籍带回了中国,保存在上海的一个图书馆里.陈有幸收到过阿博杜巴哈的一封信,鼓励

他努力巩固他在上海所建立的巴哈伊灵体会以及在北京成立的巴哈伊灵体会,宣传巴哈伊圣道,并

希望他转达自己对新近加入巴哈伊教的两位中国信徒的最诚挚的热爱与关心,相信他们将成为两支

燃烧的蜡烛,将神光赐给中国.信中提到的北京巴哈伊社团,没有其他资料佐证,那两位新信徒可能

指的是陈海安,另一位则不知为何人.

三、玛莎露特与早期的中国巴哈伊

在中国大同教的传播史上,玛莎露特是一位关键人物.她是２０世纪上半叶巴哈伊教最著名

的传教士之一,曾在２０年间四次漫游全球,四次到达中国和日本,三次访问印度,并在南美的主要城

市留下了她的足迹.她向许多国王、亲王和他们的王后、共和国总统、大臣、出版家、教授、神职人员、

诗人作家以及各阶层的人们宣示了巴哈伊教的教义和主张,正式或非正式地接触了宗教会议、和平

会议、世界语协会、国家议会、神智协会、妇女俱乐部及宗法组织等.她８次拜会罗马尼亚女王,最终

劝说她皈依了巴哈伊教.玛莎露特四次来中国,接触了不少军政要员和知识界人士,其中包括黎

元洪和孙中山大总统、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在百余所大学和其他学校及广播电台作过演讲,在当

时刊行的中英文报纸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内容涉及巴哈伊教、近代教育、世界语以及对中国文化的

看法等.

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５日,玛莎露特从日本大阪来到了华北,住了近一年时间,次年３月离开.这是

她第三次访问中国,在北京曾住在平安坊里的一家英国女医生开的宾馆里.她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巴

哈伊活动,包括在近百所大中学校讲演和上课,参加公共集会,向许多要人和普通人宣传了巴哈伊信

仰,其中有黎元洪的顾问.她在EnglishStandard 和NorthChinaStandard 等报纸上发表了关于巴

哈伊信仰的文章,部分文章是中英文对照.她向许多中国大学生辅导和教授英文,曾两次在燕京女

子学院,一次作为助教在北京世界语学校任教.她在北京的学生曾数次与圣护守基阿芬第通信.

为了有效地进行教学工作,露特曾经致力于中文学习,惜业余时间不多,她未能掌握这一语言.

在阿格尼丝艾莉山大及其妹妹玛利的陪同下,露特广泛地在中国游历,她在日本的伙伴也来

到中国与她会合,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４日在北京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巴哈伊灵宴会,并有记录可

查.① 她所会见的一位有影响的中国人是冯玉祥将军的秘书包先生,包曾经在日本会见过艾莉山

大.由于这个原因,她们得以在冯玉祥将军所办的一所军官子弟学校宣传巴哈伊信仰.她们会见的

另一位中国要人是 W．P．陈先生,１９２０年他从包先生由日本带回上海的巴哈伊教的书籍上第一次知

晓了巴哈伊信仰.应包先生之请,陈先生为报纸翻译了一些巴哈伊信仰的书籍.正是在陈先生的帮

助下,露特和艾莉山大得以在北京的一次盛大的集会上进行演讲,并会见了邓洁明(音译),他后来接

受了巴哈伊信仰.邓曾经向露特表示自己想在北京办一所巴哈伊学校,在露特离开中国以前就可以

着手这项工作.在这所学校里,除一般课程外,还将教授世界语.


① JimmyEweHuatSeow,ThePureinHeart,Sydney,１９９１,p．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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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先生的陪同下,露特、艾莉山大和玛利于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２５日离开北京,到东北地区旅行,他

们访问了天津、济南府、曲阜等地,曾经在山东基督教学校作了演讲,后来又乘火车经南京到了上海,

艾莉山大和玛利乘船去了火奴鲁鲁,露特则在上海待了两个半月时间.她对一系列团体作了演讲,

其中有孔学会、神学家和世界语学者.她还在«上海时报»发表了有关巴哈伊信仰的文章,到武昌和

杭州等地传播巴哈伊教义.１９２４年３月２７日,她离开上海来到了香港.

４月初到香港后,她就开始忙于宣教活动,访问地方报纸的编辑、大学校长和图书馆员,会见一

系列要人.她在此地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香港电讯»特地为她发表了一篇社论,介绍她和她的

巴哈伊信仰.她在香港大学演讲时,会见了印度著名诗人和教育家泰戈尔.此后,她又从香港返回

大陆,到了广州,与人晤谈.不久,她返回香港,又到越南、柬埔寨等国游历,５月底到了香港,接着又

乘船到了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在此期间,她不仅将巴哈伊信仰传到了中国大陆和香港,而且还传到

菲律宾,因为这里出售中文报纸,上面有她写的关于巴哈伊信仰的文章.

六七月间,露特到达了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并乘火车到达了珀斯,会见了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

立巴哈伊信仰的圣辅克莱拉和杜恩.当地的一群华侨听取了她在图书馆学院作的“中国的伟大复

兴”的演讲.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和惠灵顿,她作了同样的演讲,并有机会对当地的华民俱乐部发表

演说.

露特第二次访华的最重大事件:一是在广州晋谒了孙中山大元帅;二是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博

士接受了巴哈伊信仰.

关于玛莎露特会见孙中山的情形,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４年４月４日曾刊载过一则特别新闻

«美国女记者游粤»:“美国新闻记者儒特女士,来粤游历,演讲巴哈的主义.兹闻儒女士,昨午十二时

曾携带美国必智市长及该国工商部长介绍函,晋谒孙大元帅,陈述其关于世界和平的意见,并希望孙

大元帅以中国和平民族的领袖地位,指挥世界和平运动,大元帅极为嘉许,畅谈至一时之久,始握手

约再会而别云.”文中的“儒特”即玛莎露特,“巴哈的主义”即巴哈伊教,原译为“大同教”.１９３０年

９月露特女士再次访问广州时,在中山大学演讲时曾提及六年前孙中山接见她,“对世界兄弟情谊与

合作的国际原则极感兴趣,表示‘愿用吾之生命换取全球之和平’”,并要求露特女士赠给他大同教的

创始人———巴哈欧拉论国际和解的书.①

作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革命领袖孙中山,他亲自接见大同教活动家并“极为嘉许”其有关教

义,这显然是露特女士及该教所获得的殊荣和幸运,对大同教被中国人认同接受,将具有难以估量的

特殊意义.露特女士也深知此次拜会的重要性,故在其演说和文章中,念念不忘传扬此事,既引以为

荣,又以其作为传教的鼓动力量.事实证明,有孙中山先生的嘉许和榜样在先,国民政府的高级官

员、报纸、电台等,均为露特等大同教活动家大开绿灯,提供方便,特别是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大都

市.仅在１９２４年一年时间,露特就在中国沿海和内地作了广泛的旅行,在近百所学校发表演讲,举

办讲座,结识了不少政府高级官员、社会名流和知识界人士.她还在一些中国的英文报纸上发表文

章,并将其中一些文章用中英文汇编出版.

另一件要事则是她结识了曹云祥.露特首次去清华时,并没有经过引荐,但却受到曹博士及其

夫人的盛情接待.曹博士于１９１１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并在哈佛大学学习过.曹博士的夫人艾


① 参见«新时代的国际教育»一文之编者按,载１９３０年９月９日«广州英文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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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路易斯海苓是一位美国人,她也在此期成了巴哈伊.在北京清华大学执教８年后,他们迁居

到了上海,同这里的波斯巴哈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１９３０年,露特在广州与曹云祥重逢.在谈话

中,曹博士指出,在当时动荡的形势下,巴哈伊信仰特别适合于中国.他还引证孔夫子的“五百年必

有王者兴”的名言,说明巴哈欧拉临世的重要意义.

曹云祥后来将许多巴哈伊的经典翻译成了中文,其中有约翰爱斯猛博士１９３１年出版的«巴哈

欧拉与新时代»,导言为曹博士的晚辈钟可托牧师所撰,他对巴哈伊信仰和曹博士极为崇敬,赞扬了

巴哈伊信仰所宣布的原则.曹博士本可为巴哈伊信仰作出更大的贡献,但不幸的是,他于１９３７年２

月８日的车祸中罹难.次年,曹夫人迁居北京.在三年前,曹博士已经将阿博杜巴哈的«已答之问

题»的主要部分翻译成了中文,他的朋友T．Y．唐为其作了修正.不幸的是,唐先生也于曹博士遇难

后不久辞世.所以在１９３７年,沈义(音译)又补译了所丢失的曹博士该书译文的第３９~４４章,最终

使该书得以在上海出版.

１９２３年,乌斯库里先生的女儿和女婿里德万妮和阿里－穆罕默德苏来曼尼作为拓荒者来到

了上海,他们与乌斯库里的家人一起,为巴哈伊信仰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于１９５０年回到伊朗.后

来他们于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２２日到了台湾基隆,成为当地最早的海外巴哈伊.在他们到达之前,这里已

经有了１０位当地巴哈伊.两年后,台湾成立了巴哈伊地方灵体会.

１９２６年,受伊达芬奇夫人宣教的影响,华人吉(音译)先生接受了巴哈伊信仰,芬奇是从日本

前来辅助露特进行宣教工作的.吉先生曾经出版过一种杂志,但其巴哈伊活动不详.１９３３年,侯赛

因乌斯库里报告说,吉先生的弟弟也接受了巴哈伊信仰.

１９３０年,玛莎露特第三次访问中国,住了两个月.期间经过香港在广州停留了一星期,在广

播电台上以及中山大学和中学作了演讲.在１９３０年９月２３日的«广州日报»的长达两版的特别副

刊上,她发表了三篇翻译的广播稿:«新世界语»、«作为普世语言的世界语»和«何为巴哈伊运动?»,上

面还特地刊载了阿博杜巴哈的肖像.在香港短短逗留期间,她主要致力于写作,曾经发表了３０篇

关于巴哈伊信仰的文章.她还会见了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将军.国民政府主管丝绸业的官员廖

崇真和他的妹妹为其担任翻译.陈将军曾表示,大同教的教义最适合当时战乱的中国.

从广州到达上海后,露特又与阿格尼丝艾莉山大会合,后者是特意从日本前来帮助露特进行

宣教工作的.他们会见了曹云祥夫妇以及其他波斯巴哈伊.露特为当地的报纸提供了一系列文章,

它们曾经连续８天刊载关于巴哈伊信仰的史事.露特与阿格尼丝在上海花了１０天时间宣扬巴哈伊

信仰.露特还在南京逗留了１０天,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６日在国立中央大学作了“新时代的国际教育”的讲

演,出席演讲的少数女生对巴哈伊信仰的男女平等的主张深为激动.露特还在金陵女子大学作了讲

演,并会见了不少政府官员.露特在上海和南京逗留期间,很少有机会在电台上演讲,这是因为国共

两党的冲突日益加剧的缘故.据说,当时有１０位巴哈伊住在上海.其中有曹云祥夫妇以及侯赛

因图第和乌斯库里一家,他们每两周在乌斯库里家里聚会一次.曹云样博士自告奋勇将«巴哈欧

拉与新时代»译成中文.露特推动了这个工程,答应为其翻译出版募集款项.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２２日,露

特乘船离开上海,２７日抵达日本.两月后返回夏威夷.据报道说,此期间许多中国学者成了巴哈

伊,一些广东的巴哈伊将露特的文章译成了中文,并呈递给电台上广播.①


① JimmyEweHuatSeow,ThePureinHeart,Sydney,１９９１,p．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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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斯库里先生与曹云祥夫妇及其他友人

到１９３４年,上海的地方灵体会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当年,T．Y．唐在一封通函中报告说,灵体

会的成员由９人组成,曹夫人被选为司库,他本人是秘书兼图书管理员.

１９３７年６月,玛莎露特最后一次访问中国,她从日本来到上海,住在专供外国人下榻的国际

大酒店.此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她冒着生命危险,为全国的有关图书馆和以前会见的朋友们运来

了中英文巴哈伊文献.由于日本军队轰炸上海,所以她不得不于８月１４日撤离.在随后的动乱中,

国际大酒店遭到轰炸,多人丧生.她于８月２０日到达马尼拉.

从１９２０年到１９４０年,许多巴哈伊宣教师访问了中国,包括米尔札侯赛因图第、法国的第一

位巴哈伊希波里特德莱掘斯－巴尔尼、圣辅凯斯兰森基勒夫人、中国艺术史专家F．圣乔治斯

潘德拉乌先生、著名的巴哈伊艺术家马克托比先生、圣辅西格福里德绍克福劳赫先生与伊

达芬奇夫人等.

波斯巴哈伊图第于１９１９年１月来到上海,１９２１年去了菲律宾.１９２７年返回上海,一直住到

１９４６年.１９３２年他在日本东京会见了阿格尼丝艾莉山大.巴尔尼从１９２０年开始在中国住了一

年半时间.

基勒于１９３１年６~８月间在东京拜会了艾莉山大,８月间赴澳大利亚途中,在上海作了短暂停

留.在电台上和其他场合作过讲演.拜会了一系列著名的教育家和官员.廖崇真的妹妹廖凤龄(音

译)①小姐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时为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曾经邀请基勒访问广州,

使基勒成了廖崇真博士家里的常客.基勒在两年间游历了中国、日本和印度,后来去了波斯.

F．圣乔治斯潘德拉乌先生是加拿大人,他于１９３２年来到上海,留经游历南京和北京.１９３４
年,在英国人博纳德里齐的陪同下,马克托比在上海拜会了老朋友邓魁(音译)②,邓是一位艺术

家,他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学习时,托比曾向他学习中国的书法与哲学.邓魁向他传授的思想与风格

影响了马克后来的画风.１９３４年５月１１日,托比曾向上海的银行家俱乐部讲述了巴哈伊信仰的历


①

②

廖凤龄,音译,应为“廖奉灵”.———编者注

邓魁,音译,应为“滕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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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在曹云祥的帮助下,他租用了中国青年会的两间房屋作为巴哈伊图书室.１９３７年该室关闭.

到了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许多中国人聆听过巴哈伊信仰,一些人成了巴哈伊信徒.

四、战乱的年月

１９２０~１９４０年间,中国曾经派遣许多学者到海外留学,得到庚子赔款的资助.其中许多人应邀

出席巴哈伊的活动,一些人皈依了巴哈伊信仰.阿博杜巴哈曾经回忆说,有一位同华盛顿和平会议

有关的中国大学生出席了巴哈伊聚会,详细认真地请教了许多问题,最后说:“这是我听说过的最好

的宗教.”另一位出身于中华民国领导人之家的大学生读了巴哈伊文献后感慨地说:“这正是新中国

所需要的宗教.”

华人学者廖崇真,于１９２１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时首次闻听了巴哈伊信仰,同年加入了巴哈

伊.１９２３年春他回到故乡广州,帮助露特会见了许多中国的党政要员.在他的安排下,露特于１９２４
年会见了孙逸仙博士,廖崇真担任翻译.曹云祥在其«中国的巴哈伊事业»一文中写道,孙中山听取

和阅读了巴哈伊信仰的书籍后,表示巴哈伊信仰最切合中国的需要.在这次访问中,廖崇真的一位

妹妹成了巴哈伊,给露特当过翻译.同年,在欧洲皈依了巴哈伊的T．J．庄(音译)先生回到了上海.

廖崇真曾将一些巴哈伊文献翻译成了中文.１９３７年,他向守基阿芬第报告说,经过五年时

间,他已经认真完成了巴哈欧拉书简的翻译.他还将«隐言经»译成了中文,将圣护撰写的巴哈伊信

仰的基本原则和简史印刷了２０００册,寄往中国各地的图书馆.在日寇对广州狂轰滥炸之时,他能够

再次于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７日向圣护写信说:“在炸弹和子弹的轰鸣声中,我完成了巴哈伊重要圣典的翻

译.具体说来,有«巴哈欧拉书简»和«已答之问题»,我现在正着手第三部书«阿博杜巴哈论神圣哲

学»的翻译,因为我坚信新的世界秩序,世界的最终得救都取决于巴哈欧拉各种原则的实现.我愿尽

自己的绵薄之力,将此喜讯告知我的同胞.”①１９３９年,廖崇真完成了巴哈欧拉的«祈祷与默思»一书

的翻译.

１９３９~１９４５年,在这战乱的岁月里,尽管通讯艰难,但中国大陆的巴哈伊依然同圣护保持着通

讯联系.在此期间,少数中国留美大学生成为了巴哈伊.有一位南京人楚耀龙(音译,Y．L．Chu)于

１９４６年４月在华盛顿加入了巴哈伊教,当年６月返回南京,在上海拜会了乌斯库里先生、苏来曼夫

妇、博尼丝沃德女士和吉米周佳三(音译)先生.朱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７日在上海结婚后不日便携

家眷迁居南京,在政府部门供职.他曾经向许多朋友宣讲巴哈伊教义,在他的引领下,他的邻居 H．

C．元(音译)接受了巴哈伊信仰.

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期间,在美国克罗纳多州丹佛城受训的一群中国空军军官因同当地巴哈伊的接

触并参加其聚会而加入了巴哈伊教,其中有大卫栾奇(音译)、张铁力(音译)、吉米周佳三(音

译)、M．S．元(音译).１９４９年,上述诸人均去了台湾,他们可能是台湾的第一批巴哈伊信徒.

在美国加入巴哈伊教的著名华人希尔达燕梅(希尔达燕延星,音译)②,于１９０５年③生于上


①

②

③

JimmyEweHuatSeow:ThePureinHeart,Sydney,１９９１,p．５２．
希尔达燕梅,现统称为“颜雅清”.———编者注

１９０５年有误,应为１９０４年.———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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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一个殷富的基督徒之家,１６岁时,她作为大学文化交流的学生,获得了奖学金到美国施密斯大学

留学,毕业后回到上海,受其叔父曹云祥的影响而了解了巴哈伊信仰.离婚后,她在莫斯科的中国驻

苏使馆为其叔父曹云祥①大使料理家务,她后来曾到柏林和瑞士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开始

时,她移居美国.１９４１~１９４３年间,她返回祖国,在重庆服务于抗战活动,她的父亲此时任蒋介石内

阁的卫生部部长.１９４４年,她到了美国,次年在伊利诺斯州威尔梅特成为巴哈伊,在联合国公共情

报部工作.任职期间,她曾经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许多重要集会上代表巴哈伊发表演说,常常在巴哈

伊和非巴哈伊聚会上引证守基阿芬第的话.１９４９年,在纽约州成功湖举行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第

三次国际代表大会上,她是巴哈伊四人代表团的成员之一.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６~１０日,在纽约联合国总

部举行的第五次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代表大会上,她又是巴哈伊代表团成员,并任了大会第一工作

委员会的副主席.希尔达于１９７０年３月１８日辞世,她的长期挚友 M莫特海德夫人这样称赞她:

“希尔达燕梅将在未来中国巴哈伊的历史上占有永恒的地位.”②

五、昙花一现的中国大同教

纵观大同教在中国的正式传播和中国信徒的皈依,是在２０世纪初期,到其在大陆消匿之时,仅

有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从其传教的范围、圣典的翻译出版、华人成员的素质等方面来看,可谓盛

极一时.但由于中国政权的更替和大同教重要领导人的不幸倏忽离世等原因,大同教未在中国长期

立足,实为一件憾事.但是,大同教在近代中国的传行,同与近代殖民主义相联系的基督教在中国的

传播,却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大同教的传播,出于它本身也是一种在其母国受压制、遭迫害的宗教,所以其传教宗旨既不是为

了在精神上征服中国,也没有仰仗殖民主义势力.早在百年前,大同教的第二任领袖阿博杜巴哈

就极为景仰中国及其人民,曾对其信徒说:“到中国去! 到中国去! 中国有最大的潜力,中国人追求

真理最为诚挚中国是未来的国家.”③露特女士热诚坦率地对其中国听众说:“当我们西方还处

于蛮荒状态时,你们中国这个杰出的民族就已经孕育和创造了许多文明.中国人有着敏锐的智

力我走了许多国家,还未发现比你们中国人更为文明、更有礼貌的民族.你们热爱自己的文化,

发扬其精华;又研究西方文明,用于自己的国家如果西方认为中国仍在沉睡,那么沉睡的便不是

中国,而是西方!”④在列强肆意宰割中国的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如此同情中国人民,盛赞中国文明,并且

预见到中国未来前途的西方人士,可谓凤毛麟角.没有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情和对中华文明的深切

景仰,是不会持这种友好态度和宏大胸怀的,这同某些西方传教士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

形成鲜明对照.大同教没有专职传教士,它规定信徒皆有传教义务,所以它在中国的传教士也都是

具有一般职业的普通人,如商人、学者和记者等.

正是由于大同教的传教士对中国人民所持的友好态度,同时也由于大同教的“世界大同”、“天下


①

②

③

④

曹云祥有误,应为“曹惠庆”.———编者注

«巴哈伊世界»第四卷,第４３１页.
载１９２４年４月４日«中华民国日报».
载１９２４年４月４日«中华民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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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类和平”等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理念的类似性,所以它能够受到中国知识界的认同.

这一点与其他外来宗教起初在中国的遭际是颇为不同的,大同教并没有这样一个漫长的冲突与磨合

过程.在２０~３０年代中国的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时刻,大同教却迎来了自己的黄金

岁月,就是明证.

中国大同教的基本成员多是在海外受到高等教育的华人或归侨,有的担任过外交官,有的担任

过政府或教育部门的高级官员或高等技术职位,他们在大同教于中国的传播方面,特别是经典的翻

译以及将其介绍给中国上层人士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随着这些骨干分子的

倏然消逝或政局的更迭,大同教在中国也就骤然间失去了津梁,犹如昙花一现、过眼云烟.

大同教问世于１９世纪下半叶,此时正是西方殖民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狂潮澎湃涌动、世界大战

即将爆发的前夜,它的创始人融各大世界宗教中最为普世和比较现代化的成分,提出了“上帝独一、宗

教同源、人类一体、天下一家”的主张,呼吁打破信仰、偏见、种族、阶级、性别、语言、地域等界限,消除纷

争,实现“人类统一、世界大同”,这确实是先进的人类长期以来所共同追求的崇高理想.再加上该教

没有严格的教规和戒律.缺乏宗教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神论”和“来世论”的严密结构,所以就在实际

上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缺乏芸芸众生在苦难中所需要的那种企盼苦尽甘来的精神慰藉,故而在其

传播的过程中,赞誉者甚多,而皈依者甚寡,真所谓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没有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这

样,它就不仅在中国信众寥寥,而且至今在世界上虽然传遍了２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但信徒人数却只有约

６００万人,比起其他那些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有效地融为一体的世界宗教来,就相形见绌了.不过,在

科学技术日益进步,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人类社会主旋律的今天,大同教却愈来愈显示了它的超前性和

未来性,在联合国非政府组织中犹如鹤立鸡群,预示着这种宗教卓尔不凡的前景和生命力.


